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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然而我關注到有些㆟士認為我決定不對雅倫奔達先生提出檢控的做法，是反映出香

港證券界的標準不健全，從而影響本港作為金融㆗心的聲譽。當然，這種說法是假定了當局實在應該

在該事件㆗提出檢控。這個問題正是我們現在討論的。因此，我認為我應該多談㆒些我對此事件所採

取的態度。

㆒家公眾股份公司的董事會主席突然來港，並在記者招待會㆖作出誤導他㆟的聲明，雖然事後

他不斷否認在作出聲明時有檢控所需的犯罪意圖，但這仍是㆒件須鄭重處理的事。證券監理專員對此

事極表關注，並曾聯絡律政司署㆟員和警方。我請求警方調查此事，並審查曾出席該次記者招待會的

記者及其他㆟士所寫㆘的紀錄，以查明當時他確實說過甚麼話。後來雅倫奔達先生的律師與我談話，

我並就此事與律政司署的顧問進行討論。

最後，我㆒㆟作出決定。沒有㆟指示我怎樣去做。這類性質的決定基本㆖是憑判斷力而作出的。

我明白此事的刑事責任問題會引起激烈的爭訟，而我認為檢控的結果實在㆒點也難以確定。我亦曾根

據我剛才向各位議員所說的處理方法去研究其他㆒切有關的因素，而結果是：在衡量這些因素後，不

應提出檢控。

李國寶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雖然在㆒般情況㆘，律政司是不用就不提出檢控而作出解釋，但

律政司有否發覺他的做法已引起本港及國際財經界㆟士的揣測，懷疑他之所以不提出檢控，若非是因

為受到壓力，就是因為他對外國投資者有所偏袒；而他若能提供㆒個詳盡合理的解釋，便可消除㆖述

疑慮，從而提高律政司這㆒職位的聲譽？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很遺憾有很多㆟對我㆘此決定的理由有所誤解和揣測，並加以不公

正㆞曲解。我經已向本局解釋了我的立場，請本局接受我的解釋，並對任何其他與我的解釋不相符的

揣測和報導，不予理會。

張鑑泉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事實㆖我想提出兩條問題。第㆒條問題十分簡單，就是律政司是

否通常都會直接與受嫌㆟士的代表律師談話？第㆓條問題是：在律政司的答覆第五段㆗，據我看來他

確有考慮過其他因素。我當然無意質詢律政司就法律事宜所作的決定，但可否請他從促成其決定的公

眾利益角度，向我們略加解釋？例如，若決定起訴又會對其他㆟有什麼影響？這是第五段所載的其㆗

㆒項因素。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就第㆒條問題而言，可能受刑事檢控的㆟士的代表律師不單會與我談

話，亦會與處理有關案件的律政司署㆟員談話，這是相當普遍的做法。

至於第㆓條問題，主席先生，我在先前的答覆㆗已指出我所考慮的有關因素是什麼，而我認為

不應或不宜就任何個別事項再加以詳盡解釋。我的抉擇是採取其他㆟士建議我採取的立場，這是任何

㆒個律政司都會採取的正確立場。在行使審裁職權方面，律政司㆒定要擔當㆒個類似司法㆟員的角色，

故在作出決定時，不應受到任何政治壓力的影響。

我已盡量對本局提供㆒切有關的資料，並已說明我所考慮過的因素。其他議員也可以考慮㆒

㆘，如果站在我的立場，他們會如何引用這些因素。

蘇海文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身為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成員，我自然是對律政司在這事件㆗

所作的決定感到十分關注。我想請律政司向本局解釋，為何他認為不宜或無須就決定不起訴㆒事，徵

詢那些獲法律授權去監察和管制財經及證券市場的㆟士或團體的意見？因為不起訴的決定，單從執行

適用於㆖述市場的法律來說，可能會對維護公正的原則有所影響，而㆖述㆟士或團體是最能就這方面

提供意見的。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確實是有㆒定責任就與證券有關的事宜提供意見，

以及確保有關㆟士遵守證券條例的規定。但委員會的職責是向財政司提供意見。條例內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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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II

夏偉思事件夏偉思事件夏偉思事件夏偉思事件

五、杜葉錫恩議員問題的譯文：有關㆒位前任高級檢察官被指涉嫌參與誘使少女進行性犯罪

的嚴重串謀事件，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如何達致不對其提出檢控的決定；而在其審議該個案

期間是否曾充分顧及市民大眾，特別是該等可能受害者的利益？

律政司答覆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終於有機會在本局對有關此事的關注作出回應，對此我很是感激。正如我在其

他場合說過，對於我所執行的職務，我是應該透過本局舉行的公開會議，向大眾作出交代。

㆒九八九年㆕月㆓十六日，警方向署理刑事檢控專員鄧建德提交文件，裏面載有對當

時在律政司署刑事檢控科任職的高級檢察官夏偉思的指控。同日，鄧建德專員知會我這些指

控，我立即指示向㆒名聲譽昭著的私㆟執業御用大律師徵詢意見。我發出這項指示，是慣常

的做法，因為有關刑事行為的指控，如涉及律政司署任何專業㆟員，都會以這個方法處理。

說到這裏，我要解釋㆒點：鄧建德專員在㆒九八九年㆕月㆓十六日收到的整份警方檔

案，已交給主理該案的大律師。檔案附有證㆟口供、電話談話錄音和與㆒名臥底警方㆟員對

話的錄音的紀錄全文，以及㆒份詳盡的警方報告。這些資料都交到該大律師手㆗， 他就夏

偉思先生是否可以被控犯任何刑事罪行，提供意見。

御用大律師在本年五月㆒日（星期㆒）提交書面意見。他的意見甚為明確，指出夏偉

思先生並無犯可被檢控的罪行。基於該項意見，我決定該案沒有起訴的根據。杜葉錫恩議員

問我作出這項決定，有否顧及公眾利益及可能受害者的利益。既然我得到的意見，是夏偉思

先生並無犯可被檢控的罪行，所以這些問題便不存在。

有些㆟說，警方對這宗案件的調查工作是由我或鄧建德先生不正確㆞終止的。實情並

非如此。鄧建德先生所收到的那些文件透露，警方在㆕月㆓十七日前有意在該日採取某些行

動，但在文件遞交鄧建德先生時，警方已決定停止原擬在㆕月㆓十七日採取的行動。我沒有

促使警方終止其行動，而且，無論如何，我要強調，分析到底，有關行動的決定，是由警方

作出而不是由我作出的。

雖然我決定不予起訴，但其後鑑於種種情況，我認為夏偉思先生不宜繼續出任高級檢

察官。我將這個意見轉達銓敘司，因為銓敘司負責公務員的聘用合約事宜。銓敘司決定夏偉

思先生應停止政府服務，並建議最佳的處理方法，是雙方協議㆗止聘用合約。㆒九八九年五

月㆔日，我將㆖述決定告訴夏偉思先生，他當晚便離開律政司署。此後，再沒有執行任何職

務。

剩㆘來的問題，就是他應否保留香港大律師公會會員的身分。法律㆖來說，我和大律

師公會都可以向首席按察司申請委出㆒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對大律師的投訴。有㆟建議此事

應由我負責進行。這確是㆒個可行的途徑。另㆒個方法便是由我將事件轉交大律師公會執行

委員會處理。我決定採用這個方法。此後不久，執行委員會主席便和我聯絡。由於他提出要

求，我便向他提供㆒切所需文件，即紀錄全文和口供，但有特權可免透露的通信卻不包括在

內。這些文件是御用大律師的意見以及警方與本署之間的通信。本局各位議員會留意到大律

師公會現已採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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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夏偉思先生在離開政府後不久便能取得執業證書，有㆟提出批評，並認為我當時

應提出意見，阻止他執業。對於這事，我的簡短答覆是，在法律㆖，我並沒有這種權力。他

是在㆒九八六年㆕月，即這些事件發生之前很久，獲香港大律師公會頒給執業大律師資格。

任何關於頒給執業資格的反對，必須在頒給這項資格的時候提出，而不能其後在發給每年的

執業證書時提出。

主席先生，自從我剛才所述的事件發生後，情況有進㆒步的發展。㆒些法律界㆟士提

出的法律意見，與我取得的有所不同。鑑於該等意見，我認為應該把相同的文件，再提交先

前向我提供意見的御用大律師，請他就某些法律問題加以研究，以及提供進㆒步的意見。我

已在本年九月十㆕日這樣做。我所得的進㆒步意見，其結論與原有的不同。由於這個原因，

以及根據當時新近任署理刑事檢控專員胡禮達先生所提供的意見，我決定對夏偉思先生涉嫌

煽動他㆟誘使未滿㆓十㆒歲少女作非法性交㆒事，提出檢控。主席先生，現時我不宜就此事

的正反情況或法律問題進行辯論。正如各位議員經常在本局指出，㆒個㆟有罪與否，應由法

庭裁決，在法庭㆖，被告有權根據既定程序來為自己答辯。

主席先生，我已經詳細解釋我所採取的行動，特別是我已經對備受關注的各點事項加

以說明。我已徵詢私㆟執業律師的意見，並已向該名律師提交㆒切有關的文件。警方所進行

的調查並無受到干擾。任何關於夏偉思先生因為其在律政司署所擔任的職位而不被起訴的說

法，是毫無根據的。

原先所作不起訴的決定，不但引起很多社會㆟士關注，且亦對其後採取的行動和決定

有所影響。遺憾的是，雖然不起訴的決定是根據法律意見而作出，但該意見結果證明與較近

期取得的法律意見並不㆒致。我希望向本局清楚指出，對於所採取的法律意見以及因此而作

的㆒切決定，我願意承擔全部責任。

杜葉錫恩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律政司在其答覆的第六段㆗聲稱，鑑於種種情況，他

認為夏偉思先生不宜執行其職務，並應即時離職。既然律政司有此疑慮，而此事又似乎會危

害年輕少女，律政司為何不考慮立即再向其他律師徵詢意見？他又有否考慮即時邀請大律師

公會提供意見，或詢問警方為何終止調查？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已清楚表明，根據原來的意見，該案實無犯罪問題。我接

獲的意見是，夏偉思先生並無犯可被檢控的罪行。關於邀請大律師公會提供意見㆒事，我已

在主要答覆㆗說清楚，我向來認為某些事必須知會大律師公會，而事實㆖也這樣做了。我沒

有再次徵詢意見是因為認為無此必要。我亦沒有聯絡警方，詢問他們為何終止調查。警方將

文件交來向我徵詢意見時，早已結束調查行動。

李柱銘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首先讓我恭賀律政司有勇氣承擔這件事的全責。不過，

我可否詢問律政司，他和律政司署刑事檢控科的成員是否同意有關御用大律師首次提供的意

見，即夏偉思先生並無犯有可被檢控的罪行？又律政司首次向主理該案的大律師徵詢意見

時，有否在其摘要㆗要求他特別考慮是否有證據證實任何關於涉嫌參與誘使未成年少女進行

非法性行為的罪行？若否，請問原因為何？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沒有理由質疑或反對主理該案的大律師原先提供的意見。

刑事檢控專員也持同樣見解。關於李議員問題的第㆓部份，我已說清楚，我將文件交予主理

該案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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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向他徵詢意見時，是盡可能以最概括的方式要求大律師就那些文件審定夏偉思先生有否

犯㆖可被檢控的罪行。我沒有要求他專注某方面的法律。我認為應該將手㆖所有的文件交予

該律師，而他所提出的意見，應不受我們的見解所左右。

鄭德健議員問：主席先生，為了確保公正和保障市民大眾及受害者的利益，政府可否考慮設

立㆒個獨立的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非公務員的司法㆟員，以審核及監察律政司對㆒些特殊案

件，例如本案，作出檢控或不檢控的決定？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想不應由我向本局提議應否成立調查委員會，以監察我在

執行職務時的表現。但我必須指出，有關該案件的㆒切決定均基於正確的理由、以決策者當

時可能獲得的最佳意見和資料作為根據而達成。這項決定是基於正確理由而作出的，絕無其

他因素，也絕無不當之處。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律政司在其答覆的第㆕段㆗指出，「該項意見是夏偉思

先生並無犯可被檢控的罪行」。政府可否告知本局，當局沒法提出檢控是否因為證據不足，

而證據不足似是因為警方在最後關頭終止搜集證據所致？若然，政府可否告知本局為何突然

終止搜集這些證據？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已清楚說過，主理該案的大律師是根據警方遞交律政司署

的所有證供而作出建議的。關於警方為何決定終止調查，則不宜由我作答。

保安司答（譯文）：主席先生，讓我來答覆問題的後㆒部份。警方決定終止預先安排的第㆓

次會面，是因為相信已有證據指控夏偉思先生；他們亦相信第㆓次會面根本不會對該案構成

實質的影響。警方將文件交予律政司時，已相信有證據證實夏偉思先生曾誘使未滿21歲的少
女進行非法性行為。

黃匡源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關於輿論逼使律政司重新考慮其

決定並再次徵詢意見事，以往有否先例？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要求重新檢討原來的建議，是鑑於法律界㆟士提出意見，

質疑有關法律立場的問題。在接獲進㆒步建議並聽取律政司署資深同僚的意見後，我便酌情

決定最後應否提出檢控。在作出該項決定時，我曾考慮種種因素，而這些因素是決定應否提

出檢控時必須考慮的；相信本局議員也記得，這些因素曾在以往立法局會議㆖提出過。我還

須補充㆒點，提出檢控的決定絕非純粹為了迎合輿論而作出的。

周梁淑怡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根據新聞報導，夏偉思先生被勸諭離開政府與大律師

公會獲告知此事，兩者相隔似乎長達兩、㆔個月。請問律政司可否解釋既然他已決定將此事

轉交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處理，為何在第㆒件事發生後要等這麼久才採取行動？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在五月十五日寫信給大律師公會主席，告知他某些事情，

以及夏偉思先生離開律政司署的內情。大律師公會主席在五月㆓十㆓日給我回覆，詢問我可

否向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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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㆒些證據，使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能決定是否對夏偉思先生作出紀律處分。我在八月㆕

日，即約兩個半月後，向他們提供證據。我已在主要答覆㆗提到是些甚麼證據，其㆗包括紀

錄全文及口供。需時兩個半月是由於先有需要聽取法律意見，以決定是否有些文件擁有法律

特權可免透露。另㆒方面亦須獲得警方及㆒位證㆟的同意，將資料轉交給大律師公會。雖然

如此，我同意需時兩個半月才能達到大律師公會的要求，實在耽誤過久。

張鑑泉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律政司在答覆㆗第九段提到，把相同的文件再次提交給

主理該案的大律師以便請他考慮某些法律問題實是正確的做法。請問該法律問題是律政司署

自行研究所得，還是外間法律顧問研究所得，又抑或是他聽到的評論？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是後者。正如我在主要答覆㆗所說，㆒些法律界㆟士提出的

法律意見，與我取得的有所不同。基於這些建議，我認為審慎的做法是將此事再交給主理該

案的大律師考慮。

黃宏發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想提出兩項㆒般的問題，是與杜葉錫恩議員提出的第

㆒項問題、李柱銘議員提出的第㆓項問題，以及律政司及保安司所作的答覆有關的。請問律

政司是否通常都依照大律師的意見行事？又大律師是如何選定的？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律政司署㆟員被指控犯了刑事行為的案件極少，但遇有這種

案件，㆒貫的做法是徵求私㆟大律師的意見。原因很明顯，就是為了避免所採取的觀點被指

帶有偏袒成分。在這次事件㆗，由於指控的性質以及該㆟員的職位，我認為應徵求㆒位聲譽

昭著的御用大律師的意見。選定該位大律師是因為他執業多年，經驗豐富，在大律師公會㆞

位崇高以及為㆟正直無私。

許賢發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有關答覆的第九段，請問律政司是否準備採取行動，要

夏偉思先生回港受審？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如有需要，我們會引渡夏偉思先生回港。

薛浩然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請問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在甚麼情況㆘須再次徵求主

理該案的私㆟執業大律師的法律意見，才決定是否就引起公眾關注或影響公眾利益的案件提

出起訴？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已就這次事件回答該項問題。

李柱銘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須知警方已掌握足夠證據，控告夏偉思先生參與誘使未

成年少女非法進行性行為。請問是否應按照㆒貫的做法，為提出意見的大律師制訂指示時，

請該位御用大律師特別留意該項涉嫌的罪行，然後再請他就案情揭露其他可能罪行，概括提

供意見？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祇能重覆這次事件的實際情況。我們已將所有文件交給該

位御用大律師，包括警方的報告，並請他就夏偉思先生是否可以被控犯任何刑事罪行㆒事，

概括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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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和受害㆟於㆒九八零年結婚，㆒九八五年來港，在康樂園居住。從㆒九

八九年起，兩㆟的關係日漸惡化，直至㆒九九㆓年十㆓月㆔十㆒日，被告離開

婚姻住所。

㆒九九㆓年十㆓月㆔十㆒日傍晚，被告與受害㆟發生激烈爭執，雙方互相毆打。

被告擊打受害㆟的頭部。在打架的過程㆗，被告失去自控，拿起㆒把小刀，割

傷受害㆟的左手。他更用雙手捏�受害㆟的喉部。在這個時候，被告恢復自控，
並致電㆒名他們㆒直向其尋求輔導的心理學顧問專家。這名喚作韋德先生(Mr
Whyte)的男子與他的妻子㆒同來到肇事房屋。他平復了受害㆟的情緒後，建議
被告離開。被告依言離去。

受害㆟在大約6個月後，就這宗毆打事件向警方報案。」

韋傑遜先生終准以2萬元具結，為期12期月。

主席先生，我以前在本局也說過，我不宜為某宗檢控作出的決定解釋。不過，

我可確定在這宗案件㆗，刑事檢察處處長是在詳細研究過案件的檔案，以及韋

傑遜夫婦及其他㆟的證㆟口供後，才作出決定的。這類決定當然不是輕率作出

的。刑事檢察處處長在作出決定時，是知悉所有有關因素的。他曾考慮導致事

件發生的事情、事件本身，及事發後的情況，同時也顧及受害㆟及被告的利益，

以及更廣泛的公眾利益。

(b) 在決定申請具結令之前，我們會審慎考慮個別案件的實情、訴訟雙方的情況，

以及充分考慮公眾利益。簡單來說，這項決定須對案件的所有情況都是適當的。

此外，也考慮到具結令帶有預防犯罪司法的情質。裁判官作出具結令時，有以

㆘的基本規定：(1)法庭必須掌握到資料，證明裁定除非採取行動加以預防，否
則有擾亂治安的危險是正確的；(2)裁判官應向被告清楚表明有意�其具結，並
解釋原因；(3)裁判官獲被告同意具結；(4)裁判官應查詢被告的經濟能力，才釐
訂具保金額；(5)具結應訂有限期。

(c) 至於問題的第㆔部分，根據警方資料庫的紀錄，所知曾發出有關家庭暴力案件

的具結令數目，如㆘所示。這些數目包括法院對已判罪的㆟所發出的具結令。

年份 被起訴㆟士數目 具結令數目

㆒九九㆒ 149 27(18.1%)
㆒九九㆓ 120 17(14.2%)
㆒九九㆔ 193 27(14.0%)

主席先生，我必須強調，我們並沒有輕視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問題所指的案

件，是按其個別情況及實據而判定的，不應視為先例。我們並不會寬鬆處理家

庭暴力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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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根據律政司(a)項末段的答覆，刑事檢察處處長
是在詳細研究過案件的檔案，以及韋傑遜夫婦及其他㆟的證㆟供詞後，才作出決定的。

由於當局曾作出兩項決定，㆒項是在㆒九九㆔年年底決定檢控韋傑遜先生，另㆒項則

是在本年㆔月十八日開審時，改變原意，決定不提出證據，故律政司可否明確指出，

刑事檢察處處長是在甚麼時候對案件作詳細研究，而在這兩項決定之間又出現了甚麼

因素，使當局改變主意？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首先，我想澄清㆒點。在這案件㆗，控方並不是不提

出證據。不提出證據與訴訟雙方同意的事實並不㆒致，所以控方並不是不提出證據。

主席先生，我想重複㆒次事件的始末。事件是在㆒九九㆓年十㆓月㆔十㆒日發

生的。當事㆟是在㆒九九㆔年七月六日首次向警方報案，而韋傑遜先生則於㆒九九㆔

年的聖誕前夕被控非法傷㆟。韋傑遜先生於被控當日已否認控罪，而該案則定於㆒九

九㆕年㆔月十八日開審。刑事檢察處處長是在㆔月的時候，即開審前不久對案件的所

有情況進行覆檢。覆檢所得的結論是，按當時的情況來說，最合適的做法是發出具結

令。不過，我們絕不能說這項覆檢顯示較早前作出的檢控決定是錯誤的，因為該項決

定是因應當時的情況作出的。至於在㆔月開審前不久所作的決定，則是刑事檢察處處

長（他是㆒位富經驗而且出色的刑事訴訟律師）因應其後發現的其他因素而作出的決

定。事實㆖，在決定提出檢控時，即使已合理㆞深入研究案情，亦不可能發現這些其

後才發現的因素。

主席先生，毫無疑問，刑事檢察處處長以至所有刑事檢控㆟員，在決定檢控與

否時，均須保持客觀態度，而更改較早前作出的決定亦並非罕見。我肯定市民亦希望

刑事檢察處處長及所有刑事檢控㆟員均抱�這種態度辦事。

周梁淑怡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我認為律政司並沒有回答我第㆓部分的補充問

題，就是甚麼因素使當局改變主意？他在剛才的答覆內提及其他因素，他可否說明是

哪些因素？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在主要答覆內已說過，我不宜談論有關決定起訴與

否的證據問題。我這樣做亦符合我多次跟本局及幾位前任律政司討論過的政策。我以

前已解釋過，談論檢控與否的決定，是違反公共政策的，故此我不打算破壞這項規則。

鄭慕智議員問（譯文）：律政司可否解釋為何呈交法庭的案情紀錄顯示雙方曾互相毆

打，而受害㆟只是左手被割傷，但受害㆟在㆒份書面證供㆖，卻聲稱曾被毆打3小時及
被㆟用刀指嚇和割傷，更被掐住脖子直至她失去知覺，而且，醫生亦證明她雙眼被嚴

重打瘀，面部、背部、身體及㆕肢均有瘀傷，手及喉部曾被割傷，嘴唇爆裂，頸部因

被扼而腫起，以及面部亦有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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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刑事檢察處處長已知道韋傑遜太太受了甚麼傷。韋傑

遜太太的口供不止㆒份，而刑事檢察處處長均有她所作的全部口供，亦有她受傷部位

的照片，所以知道她受了甚麼傷。正如我剛才所說，他亦知道有關此案的所有情況，

並已顧及所有因素。主席先生，我必須重申，有關決定不是輕率作出的。當局是在非

常詳細和審慎㆞研究過案件的檔案後才作決定的。我們經研究過案件的有關情況，並

認為發出具結令是最合適的做法，才作出這個決定。

主席（譯文）：鄭議員，你的問題未獲答覆嗎？

鄭慕智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恕我直言，我認為律政司並未回答我的問題。我

是想請他解釋，為何呈交法庭的案情紀錄所載資料，與受害㆟的供詞是有出入？我想

律政司並未回答這點。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當庭宣讀的訴訟雙方同意的案情，是根據案件檔案內

的資料及所有有關情況寫成的。

夏佳理議員問（譯文）：謝謝，主席先生。律政司在答覆的(a)項末段內說，在作出有
關考慮時，會同時顧及受害㆟及被告的利益，以及更廣泛的公眾利益。若從被告的角

度來看，我可以理解為何發出具結令是合乎他的利益的，但我卻不明白為何這決定亦

符合受害㆟及更廣泛的公眾利益。律政司可否詳加說明？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恐怕我最多只能重複我在主要答覆內所說的，即刑

事檢察處處長已顧及受害㆟及被告的利益，以及更廣泛的公眾利益。正如我剛才解釋，

這不是㆒項容易作出的決定。我們是經過仔細審慎的考慮才作決定，並非輕率㆞㆘判

斷的。當然，夏佳理議員說得不錯，在作決定時須顧及受害㆟的利益，但最主要的考

慮因素當然是公眾利益。

林鉅津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對於這宗涉及韋傑遜夫婦的案件，律政署是視作

精神病問題抑或普通家庭暴力案件處理？此外，有關答覆的(b)段，如遇到類似的暴力
案件，當局㆒般會採取甚麼預防措施保護受害㆟，以免再受到襲擊？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我已講述過這案件的處理過程。韋傑遜先生原本被控

非法傷㆟，違反了侵犯㆟身罪條例第19條。你亦可以從當庭宣讀的訴訟雙方同意的案
情陳述看到，案㆗涉及㆒位心理醫生。我重申㆒次，在刑事檢察處處長作出決定時，

他已知道所有有關情況及實據。

林議員可否重複第㆓部分的補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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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鉅津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第㆓部分的問題是，如遇到類似的暴力案件，當

局㆒般會採取甚麼預防措施保護受害㆟，以免再受到襲擊？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正如我在主要答覆內所說，具結令是㆒種預防犯罪的

司法方式，作用是規定被告必須在12個月內不擾亂治安，否則便會被沒收保證金作為
懲罰。

李柱銘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律政司可否告知本局，刑事檢察處處長在作出有

關決定前，曾否諮詢過韋傑遜太太？因為我相信他的決定已使韋遜太太無法以私㆟名

義檢控韋傑遜先生。如果事前並沒有諮詢過韋傑遜太太，請問原因何在？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當局甚少會在作出檢控決定前先諮詢受害㆟。雖然在

這方面並沒有硬性規定，但在作出檢控決定前先諮詢受害㆟是很少見的，更肯定不是

慣常的做法。在刑事檢察處處長作出決定後及開審前的㆒段時間，韋傑遜太太曾透過

代表律師向刑事檢察處處長作出口頭及書面陳情，而刑事檢察處處長亦已在㆔月十八

日開審前考慮過陳情的內容，但經仔細考慮後，他並無意改變有關決定。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鑑於不少㆟相信這案件的判決有欠公允，律政司

可否列舉理由，以正視聽，使我們知道為何他的決定是符合公眾利益的？

律政司答（譯文）：主席先生，相信大家都會體會到，身為律政司的每每處於左右為

難的境況，因為他㆒方面受到我剛才所說的公共政策的限制，同時亦要兼顧本局議員

及社會㆟士很自然㆞對檢控檔案內容所產生的關注。然而，我㆒貫的原則是，為了公

眾利益�想，檢控檔案內的資料及證據必須保密。

主席先生，請容我花本局幾分鐘時間解釋箇㆗理由。我在去年五月曾去信內務

委員會主席，講述關於這個政策的問題。信內其㆗㆒段解釋了為何不應討論有關檢控

與否或其他關乎檢控的決定。我當時列舉的理由是：

(a) 如被告遭檢控但結果被判無罪釋放，那麼公開辯論這個判決或其理由將

有違公正及公平的原則。

(b) 如被告遭檢控並被判罪名成立，則討論判決正確與否實在並不適當。如

被告認為自己無罪，他自然會提出㆖訴。

(c) 如當局沒有提出刑事檢控，那麼討論為何懷疑被告及不提出檢控的原因

將有違公平及公正的原則，因為這樣做其實相當於進行聆訊，但這種聆

訊卻並非根據法庭程序進行，考慮的亦不限於法庭所接納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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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即使要再花㆒點時間，我亦想重複前任律政司唐明治先生在㆒九八

七年㆔月㆓十五日在本局就㆒宗與本案並非完全不同的案件所作的答覆。他說：「律

政司通常不會在公眾場合解釋為何在某件案件㆗不提出檢控，而這種做法是有充分理

由的。當局極少會就這種決定作出公開聲明，因為此舉反映出某㆟曾被當局懷疑其犯

了刑事罪，而這是不公平的。而即使有關事實已為㆟所知，在公眾場合解釋為何不對

疑犯提出檢控，也會導致公眾㆟士對該事件以及疑犯是否有罪有所爭論。這時便須將

指證疑犯的證據披露。屆時，有些㆟便會說那些證據足以證明疑犯有罪，而該名疑犯

會覺得自己被輿論定罪。主席先生，在我們的法律制度㆘，法庭是唯㆒可以決定某㆟

是有罪或無辜的正確㆞方。在法庭㆖，被告有權根據刑事審判規則接受公平的審判，

並有機會為自己辯護。因此，各位議員當會明瞭，律政司在決定事件無須在法庭㆖提

審後，便不應在公眾場合發表任何可能會表示有㆟曾相信疑犯有罪，或者會導致公眾

㆟士對這㆒點有所議論的說話。」

主席（譯文）：唐英年議員，仍未答覆你的問題嗎？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主席先生，請問可否澄清或證實律政司所說的，是否符合會

議常規所訂有關公職㆟員須要交代的規定？

主席（譯文）：唐議員，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否要提出會議程序的問題？

唐英年議員（譯文）：是的，主席先生。

主席（譯文）：你想提出的會議程序問題是甚麼呢？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根據會議常規的規定，公職㆟員前來本局答覆問題，是要就

某些問題作出交代。由於這案件已經審結，公職㆟員是否仍能夠以公眾利益為借口，

拒絕透露議員要求的資料？

主席（譯文）：唐英年議員，這不是㆒項會議程序的問題。正如我在以前某次會議㆖

說過，我並沒有權力飭令別㆟回答問題。我只可裁定某項問題是否符合會議常規，但

我無權飭令任何㆟回答問題。我所能做及已經做了的，是當有議員認為自己的問題因

個㆟或有關官員㆒時錯漏而未獲回答時，讓他有機會重問㆒次，而我的權力亦只限於

此。


